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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

董磊明　陈柏峰　聂良波

摘　要：与费孝通 “乡土中国” 的理想类型相比�今天�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联结
模式都正在发生质变。当下中国农村�已不是 “乡土中国”、 “熟人社会” 所能简单概括�乡村法
律实践的场景和逻辑也随之发生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剧变�加剧了法律的荷载。
农村社会呈现出 “结构混乱”�而非仅仅是 “语言混乱”�这导致了当前村庄内生力量无法有效整
合秩序。在越来越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乡村社会�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
谐、保障新农村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迎法下乡” 已有了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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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董磊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公共品供给与农村和谐社会建设” （项目批准号06BSH033）课题的
组成部分。2007年7月一起参加调查的还有贺雪峰、何绍辉、郭俊霞、龚维刚、桂华等�本文写作得
益于与他们的讨论。匿名评审人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做了技术处理。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②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③　赵晓力：《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六十多年前�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中曾指出：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没有发生相应变化
之前�就简单把现代的司法制度推行下乡�其结果是 “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
的弊病却已经先发生了”。① 十多年前�苏力对盛行的法制建设 “现代化方案” 进行了深刻反思
和有力的挑战。他从格尔兹的 “地方性知识” 观念出发�对现代法律的普适性提出质疑；并提
出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中�应该尊重本土资源�打破文化区隔来 “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
相互妥协和合作”。② 苏力敏锐地发现了现代法律知识体系与乡土社会之间的紧张对立�以及由
此带来的混乱和不适�进而提出了 “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③ 苏力的研究建构了这个领域的

话语高峰�后来的许多研究都在此平台上进行�这些研究都是基于 “乡土中国” ——— “被束缚
在土地上的中国” 这个前提和背景而展开。今天�离苏力研究的时代又过去了十几年�中国农
村、农民还是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仍然是 “乡土中国” 形态吗？

格尔兹观察到了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相互关系中�法律乃至其他各方面都产生了歧义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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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这种纷争所致的秩序混乱称为 “语言混乱”。① 朱晓阳则用 “法律的语言混乱” 来指代费孝
通所思考的现代司法制度与乡土社会的种种不适。② 这给人很大启发。然而�当下中国农村法律
实践中的种种失序现象是否仅仅由 “语言混乱” 所致？

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本文新意之所在。在我们看来�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农村正在
发生着空前巨变�今天的农村社会已与 “乡土中国” 的理想类型有很大不同。可以说�农村社
会已经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失序状态�这并非 “语言混乱” 所能完全概括�它更是一种 “结构混
乱”。“结构混乱” 是指种种因素导致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乡村社会面临着社会解组③的状态。
通过对当前乡村社会中法律实践的解读�我们可以加深对这种 “结构混乱” 的理解。

在 “乡土中国”、“熟人社会” 的背景下�学者对乡村法律实践往往有两个判断：一是村庄
内部存在维系秩序的权威力量；二是村民对国家法律有所漠视�而倾向于遵守习惯法或民间法。
当前中国乡村的法律实践真是这样吗？近十年来�我们进行了大面积农村调研�力图形成对当
今中国乡村社会较为厚重的质性感受。在此基础上�2007年暑假�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
研究中心又组织40多名师生深入河南中部地区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大规模调查�其中我们所
在的宋村组共8人。宋村是个典型的农业村�位于河南南部的 A 县�距离县城3公里�距驻马
店市约30公里。该村有9个自然村�人口3094人�人均耕地1∙2亩。通过调研�我们对变迁中
的宋村有了较为深刻的整体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乡村法律实践的分析。

一、内生权威与村庄秩序
我们调查了宋村20多年来的纠纷调解情况�发现1990年代中期以前�纠纷发生的频次高�

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家族力量的大小和互让伦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
纠纷发生的频次不断减少�家族力量在纠纷发生和解决中的作用大大降低�纠纷的解决日趋依
赖乡村体制权威。但这并没有让农民更有安全感�因为乡村 “混混” （当地称作 “赖孩子”） 开
始介入纠纷解决之中。

1990年代中期以前�同一家族内部的纠纷�大多源于分家析产、合伙合作关系、相邻关系
等�这些纠纷一般由族内的权威人物 （当地人称 “老掌盘子”） 调解处理。而不同家族的村民之
间发生纠纷时�主要由村组干部解决�这时家族的力量仍会发挥很大作用�强者占强、弱者吃
亏是常态。宋村的干部讲�如果严格按照情、理、法来调解�势力强大的一方肯定不会接受�
这样调解工作反而会陷入困境。我们在其他地方调查时也发现有这种情况。④

即便如此�那时的宋村也并不是一个强者对弱者利益无限度剥夺的丛林。实际上�纠纷的
结果往往是强者稍占便宜�但又在大家能认可接受的 “度” 内。因为村庄内存在对强者的制约
机制�主要包括传统的互让伦理和能超越家族利益、积极作为的村组织。互让伦理之所以能起
作用�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支持系统�这就是村庄的稳定性及村民对村庄的依赖
性———世代在村里生活�谁能永远不求人呢？势力再大、再嚣张的村民�只要他对自己的生活
存在稳定的预期�一般情况下也不敢轻易结下世仇�不敢轻易触犯众怒。“三十年河东�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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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78—279页。
朱晓阳：《“语言混乱” 与法律人类学的整体论进路》�《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所谓社会解组�是指 “由于丧失了社会联系�社会整体蜕变为一种个体相互分裂的原子式的堆积的状
态”。参见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修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董磊明：《农村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与区域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期。



河西”�谁敢保证若干年后双方的实力对比不会颠倒过来呢？到时候就算自己已经死了�儿子怎
么办呢？即使对方没有翻身超过自己的可能�但 “兔子急了还咬人” 呢！触犯了众怒则更麻烦�
名声太臭了�儿子可能连媳妇都难讨。

总之�1990年代中期以前�内生权威①能够维持村庄基本秩序。1990年代后期以来�家族
对内合作能力大大削弱�使用暴力一致对外的能力急剧下降；同时 “老掌盘子” 几乎完全退出
了纠纷解决�村组干部的作用进一步加强。2000年以后�宋村纠纷发生的频次大大减少。据村
调解档案记载�1992—1997年间村调解纠纷共120起�平均每年20起�而2005年全年村调解
的纠纷只有3起。村民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少�并不是因为关系更加亲密�而是由于彼此间的互
动减少�相互的期待降低�实质关系淡化�这是一种 “貌合神离”。在近年来纠纷的解决中�我
们看到了三种力量�一是村组织�即内生权威；二是国家法律�也即外生权威；三是乡村混混。
乡村混混介入纠纷是由于村庄内生权威的式微和国家力量的不足。

村干部刘华是郭庄人�包组时负责郭庄事务。郭庄组和付东组的地界处有一排树�是集体
化时代郭庄村民栽的�后种树的土地划归付东所有。两个小组对树的归属起了争议。在没有协
商好的情况下�付东组长韩鸿于2001年将树卖给了自己的小舅子———一个在外的混混。砍伐树
木需要通过村委办理砍伐证�而村委负责此事的恰好是刘华�他断然拒绝。2002年�在未与付
东组协商好的情况下�刘华将树卖给了另一个混混。这个混混的势力比韩鸿的小舅子更大�所
以韩鸿和付东组的村民也无可奈何。韩鸿因此觉得脸上无光�索性辞掉了小组长一职。

乡村混混是当前村庄中影响力很大的一股力量�他们对村民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在宋村�
已经开始出现村民请混混插手解决债务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周围其他村庄则更为普遍。村庄在
土地调整过程中�有些权威不高的小组长也会援引混混的力量�来压服持不同意见的村民；而
某些有混混撑腰的 “大户” 则凭借势力占便宜�甚至欺压其他村民。如果双方实力对比悬殊�
一方被压服倒还好�但如果双方谁也不服谁�就可能引起激烈冲突。冲突过后双方再继续找混
混�纠纷会越闹越大�甚至可能发生恶性事件。乡村混混对村庄生活的介入�给宋村一带村民
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有一次混混在学校打死学生。② 此后�乡村混混对村民的心理强制更大了。
现在�连村干部也需要与混混联系紧密才好办事。宋村的村民小组长余赖就 “多亏” 有个 “在
黑道儿上混” 的小儿子。村民们说：“他家二儿子能耍赖�村民一般不会顶撞他。”

乡村混混的力量介入村民生活�其潜在影响十分恶劣和深远。③ 原来村庄中的纠纷基本都是
内部解决�偶尔有国家力量介入�这样村庄内部实际上具有 “自净” 功能。在 “低头不见抬头
见” 的熟人、半熟人社会里�人们遵循着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的原则�在情、理、法和力
之间寻找平衡点。但是乡村混混力量介入后�不但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更关键的是它直接冲击
了熟人社会的秩序逻辑�而彰显出依赖横暴力量的丛林逻辑。虽然国家力量和乡村混混都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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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将村庄的权威与秩序划分为三种类型：原生型、次生型和外生型。原生型权威主要是指村庄内
的非正式组织和精英；次生型权威主要是指被体制、制度吸纳�而获得力量保证的地方精英 （即村、
组干部）；外生型权威就是指介入村庄生活中的强大外在力量�主要是国家力量 （对此的论述�详见贺
雪峰、董磊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3期）。在宋村�国家
力量是外生权威�“老掌盘子” 是原生型内生权威�村组织为次生型内生权威。
这件事情《南方周末》2007年7月12日曾有报道�见徐楠：《汝南少年杀人事件：一个中部县城的“少年
江湖”》�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0712／xw／fz／200707120013．asp�2008年3月6日。
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乡村混混介入村庄纠纷�在当前乡村中非常普遍�比较而言�宋村的状况还相
对较好。其他地方的相关情况�请参见陈柏峰：《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博士学位论文�华中
科技大学社会学系�2008年�第151—167页。



“外力”�但两者差别巨大。因为在村庄生活中�纠纷解决的地方性规范①往往在国家法律的框架
之内�村庄秩序的平衡点尽可能地偏向于 “情、理、法”。而当前乡村混混在处理问题时虽然偶
尔也会顾及一点 “情、理、法”�但是他们更加倾向于 “力” 的一端。②

传统纠纷调解机制的衰弱�乡村混混力量的频繁渗入�意味着村庄内生权威严重式微�村
庄秩序已非我们所想象的乡土中国、熟人社会�并非处在内生权威的支配之下。这使得村庄更
期待另一种公正的力量�那就是国家体制力量。因此�我们也更应该关注当下国家法律在乡村
社会的遭遇和运作逻辑。

二、乡村社会与国家法律的亲和
直面今天宋村的法律实践�我们看到人们在行事时�越来越多地以国家法律为规则�村落

社会中的地方性规范与现代国家法已日渐趋同�而不是截然对立。人们并不会完全置国家法律
于身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宋村的地方性规范�已具有了现代性。

2002年�智障寡妇黄黑妮�与本村 “光棍” 李平军未办结婚手续便同居�双方家人及村民
均认可此事。三个月后李平军因矿难死亡。李平军的侄子李保、黄黑妮的姐夫和村治保主任等�
到矿上交涉赔偿事宜。在向矿方提出赔偿要求时�李保称李平军的妻子智障�要求增加抚恤费�
最终矿方共赔偿45000元�由李保代领。但回村后�李保声称黄、李并无法定婚姻关系�因此
黄黑妮无权要钱。村民普遍认为李保的做法不对�毕竟两人已在一起生活�况且还以黄黑妮的
名义多争取了10000元赔偿费。黄家人都很老实�无奈之下只好找村里调解。村书记出面�开
始李保只答应给3000元�后来在书记绵里藏针式的劝说之下�才给了黄黑妮5500元钱。

这个个案可以给人很丰富的启示�纠纷调解中呈现出来的村庄法律实践是怎样的具体形态？
只有弄清了真实的法律实践状态�才能了解国家法律是如何影响当事人的行动�如何影响旁观
者的评价�以及如何影响纠纷解决的最终结果。从该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村民都不再是法
盲�他们对现代法律有一定的了解 （甚至对事实婚姻的构成要件都非常清楚）�而且�法律已经
成为人们评判具体案情的标准之一。

村民认为黄、李二人没有领结婚证就是没有结婚�在分割赔偿金时主要还应按照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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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规范是与地方性共识相关的一个概念。地方性共识是指村庄中绝大多数人在生产生活中共享的
具体知识�这种知识在一定的区域内被人们知晓�为一个区域内所有的人共享。地方性共识为生活于
其中的农民提供了行动的无意识依据�将他们对当前生活的本地认识和对未来生活的本地想象联系在
一起�构成了其行动中的理所当然。当地方性共识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判断应当如何的标准�那么
这种地方性共识就在实践层面成了地方性规范。参见陈柏峰： 《地方性共识与农地承包的法律实践》�
《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

地方性规范不是永恒不变的普遍性规则�而是根植于村庄具体生活中的特殊性规则。村庄在与外
界互动发生变迁时�必然会导致地方性规范的变迁�因此�地方性规范是一个受时空现实影响的动态
实践体系�它不必然与现代社会和国家相对立。地方性规范蕴含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它们隐藏在村
庄生活中�关涉到人们社会行动背后的动机和意图�是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行动的价值基础。个人生活
的内容和人际互动方式的变化�会推动乡村社会中价值和意义系统的嬗变；这种嬗变必然影响并推动
地方性共识和地方性规范的变迁。当下�整个中国农村不断向现代社会迈进�地方性规范中的现代性
因素也会越来越多�这样国家法律进入乡村社会时就会更容易、更通畅。将地方性规范看成一个动态
而非静态的系统�这是我们理解乡村社会法律实践的前提。
董磊明：《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并适当考虑一下人情。村书记这样说：“村里人都知道�如果两人领了结婚证�赔偿费就得全给
黄黑妮�而现在按法律李保可以一分钱都不给�但我们并不担心他真敢这么做。他之前‘放的
风’只是为了压价�大家也都知道。我曾让几个党员去做工作�说从情理、良心、大局上�应
该照顾一下没有劳动能力的精神病人。我也对李保说�全村的村民可都在看着呢�人总是要讲
脸面的�不能光讲钱�而且还是死人的钱。” 村书记认为�平常调解虽然主要按照法律�但还必
须考虑人情�他说：“我们动员不了法律可以动员村庄舆论�李保也不敢触犯众怒�他真要是做
绝了�以后别人都不会给他帮忙�没有人敢完全违背人情常理！” 更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是村干
部�村民也理解国家法律。他们的行为逻辑不是纯粹的乡土逻辑�也懂得按照法律的逻辑思考。
这个案例中�法律实践就不是简单按照传统地方性规范运作�而是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在
调解中�人们采取 “以法律为主�适当考虑人情” 的折衷、权宜态度�这表明村庄法律实践中�
既有村落社会的 “情理” 观念�更主要的是国家法在起作用�人们更多在法律框架之内考虑情
理。由此我们看到�地方性规范与国家法在村庄法律实践中已有所 “融通”。

在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经过政府多年直接的普法、电视媒体的宣传以及其他各种间接的渠
道�村民已或多或少知道一些现代法律知识�但这些法律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被用到�它们
往往处于 “冬眠” 或 “半冬眠” 状态。一旦人们意识到法律背后的国家力量有可能进入村庄时�
这些处于蛰伏状态的法律知识就会被激活�从而实实在在地影响人们的行为。

2005年的一天晚上�李保喝得醉醺醺�骑车行至村口时�与同样喝醉骑车的邻村冯某相撞�
引起打架。第二天李保有些头疼�便邀本村的三个年轻人去冯家�要冯赔偿200元钱�冯不答
应。于是李保就找在县刑警队工作的同村人帮忙�该警员建议李到医院检查�如能查出问题就
有治冯某的证据了。检查结果是轻微脑震荡�属于轻伤�依法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于是冯被拘
留。李保天天住在医院里�跟正常人一样喝酒玩乐�却声称要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想要他撤
诉�冯至少得拿15000元。冯家人找到宋村书记请求调解�最后协商赔偿了7000元。

案件过程的各个环节�包括冯某 “认栽”�村民对冯、李二人的评价�轻伤界限的具体作
用�等等�再一次印证前一案件分析中我们对村庄法律实践性质的判断。冯某知道�自己伤了
人�可能会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虽然心中有气�但也只能 “认栽”；村民也知道李保在敲诈。按
照情理�7000元实在太多�但为了避免承担刑事责任�也只好支付超额的赔偿费了。由此我们
可以清楚看到村庄法律实践中国家法律的重要影响。

这起案件还向我们展示了具体的现代法律知识 （致人轻伤得负刑事责任） 从蛰伏不起实质
性作用的状态�到被激活并对人们行为产生影响�甚至成为人们行为准则的过程。冯某之所以
接受村书记的调解方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轻伤法律后果的理解。他对我们说�此前虽然
知道致人轻伤得负刑事责任�但过去村民打架是常事�只要不致残�私下赔点钱就可以了事。
也就是说�冯之前不认为这样的法律有实践可能�因此不会以之作为行为规范。而当李保取得
了轻伤鉴定结果时�冯某就预期到法律适用的严重后果�后来公安局的拘留更强化了这种预期。

此外�该案件对日后村庄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值得深思。村书记说�此后�村里斗殴渐少�
李保 “依法敲诈” 冯某�从长远看也有好处�因为有了 “轻伤” 这条法律界限�大家不敢随便
打架了。这反映了在社会变迁中�村庄内生权威和秩序正在衰变�对于频繁的斗殴事件�调解
者已力不从心。国家法律的进入正好应对了这种尴尬局面。因此村干部对引入法律依法调解的
积极性很高。在当下乡村�引入国家法律不仅有利于解决纠纷�还可为村组织积累行政资源�
增加权威。总之�乡村社会自身的结构状况和秩序特征使其产生了对现代法律的需求。

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出�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目的引入了国家法律�产生的后果是复杂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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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基于维持治安秩序的考虑�对引入法律持欢迎态度�因为在村庄内生权威衰落的背景下�
法律确实能够有效维护村庄社会秩序。然而�李保引入法律是基于利益的考量�甚至就是敲诈
勒索。如果法律被 “刁民” 这样引入�用作谋利的手段�就可能进一步冲击、肢解村庄原有规
范�并破坏国家法律的公信力。因此�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实践及其后果是非常复杂的。面对急
剧变迁的农村社会�我们不应用传统与现代、国家法与习惯法这样截然对立的二分框架去进行
思考。回到田野�直面现实�才是我们理解村庄法律实践所应采取的态度。

今天�乡村社会的内生权威和秩序已经衰微�根本就无法应对村庄中的 “积习性” 越轨者。
在传统社会里�村庄可以通过互惠机制、舆论机制、共同体惩罚机制对这种越轨行为进行控制。
而在当前宋村�这样的控制机制已经衰微�对 “积习性” 越轨者很难再起作用。此时现代法律
的进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村庄内生规范和控制体系的不足。

村民李国起为人粗暴�常喝酒闹事�动手打人�是村庄中的 “狠角色”�大家对他又怕又
恨。一次�李国起和李国方各自在湖里捕鱼�湖面雾气大�李国起误认李国方是另一村民�肆
意调侃了他几句�于是双方发生争执并打斗起来�结果李国方耳膜穿孔。李国方去上海治疗后�
要求李国起赔偿10000元�李国起分文不给�多方调解也无效。李国方的弟弟是市交警队的干
部�姐姐也在市政府工作�他们介入此事后�李国起就被公安局拘留。考虑到自己有可能要坐
牢�周围的人也不会给自己说好话�李国起最终贷款赔偿了对方5000元。

李国起被李国方 “修理”�是村中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李国起一直不是一个 “规矩人”�
但在村里没有人能够把他怎么样。直到李国方忍无可忍�借助权势才 “依法” 将他 “治” 了一
下。目前�3000多人的宋村已经很难内生出笼罩性的权威和强有力的整合规范或惩戒机制�因
此国家法律的进入很有必要。如果没有国家力量可以被援引到乡村社会�那么像李国起这样的
人就很难受到应有惩罚；而村民对他的不满又不会自动消失�只是隐忍下来�积以时日很可能
就会酝酿成更大的冲突。因此�国家法律进入乡村�对弥补村庄内生秩序不足非常有意义。不
过�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无论是 “心术不正” 的李保�还是为人耿直的李国方�他们对国家
法律的援引也主要靠各种 “关系” 和 “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 “私力” 的表达。它
虽然不似援引乡村混混势力那样恶劣�但却会使国家权威在村庄场域中被异化成为纠纷双方
“力” 的对比。因此�在村庄的内生地方性规范正在逐步瓦解�国家法律不断深入的今天�司法
的公正显得尤为重要�否则法律也将会沦为各主体之间力量角逐的跑马场。

需要指出的是�前文三个个案所反映出的现代法律知识已经渗透进村庄这一现象�不仅在
宋村已经普遍呈现�而且在我们近年来调查过的全国很多地方也都大量存在。同时�透过这些
个案我们也看到了法律话语与村庄的生活逻辑之间仍有一定距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出 “乡
村社会正与国家法律日益亲和” 的整体判断。

在宋村法律实践的上述背景下�村民对法律日益关注�越来越敏感�国家法律也成为他们
日常思考问题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村里的大喇叭每天定点播放县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午和
晚上分别有普法和法律案例分析的节目�我们发现许多村民都认真收听这一节目。不仅如此�
他们还喜欢收看电视上的相关法律节目。调研期间�村干部和村民多次拿电视和广播里听来的
案例和法律知识与我们讨论。很多村民都讲：“现在依法治国了�打架要赔钱�打多少钱的架就
要赔偿多少钱�所以大家的纠纷少了。” 法律成为了他们生活中行为时的重要考虑依据。我们曾
在半结构访谈中向37位村民询问过这一问题：“你认为处理与同村村民的关系�应该按照法律、
人情、习俗�或其他的依据？” 其中有4位村民明确表示 “应当按照法律”�有13位村民表示
“主要按照法律�也要参照人情”�有10位村民表示 “主要按照人情、习俗等�也要参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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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6位村民明确表示应当 “按照人情和习俗”�还有4位村民表示 “说不清楚” 或 “不好说”。反
映出村民日趋与国家法律具有亲和性。

三、法律实践的场景
从宋村的法律实践来看�当前村庄内生权威力量远远不足以维系秩序；同时乡村社会与国

家法律日益趋于亲和。这与很多学者基于 “乡土中国”、 “熟人社会” 的背景�对乡村法律实践
的判断有很大出入。乡村法律实践形态的变化�其实源于法律实践背后场景的变化。因为当前
中国乡村社会已不是 “乡土中国”、“熟人社会” 所能简单概括。

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中�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了经典的描述和概括�揭示出其中内在的
生活逻辑。“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因此 “乡
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
的社会”�这种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种静态的
“熟人社会”、“亲密社群” 的基本结构是 “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个结都
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同时�“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此
彼此间的交往更注重人情、感情的维系。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秩序主要依靠老人的权威、教
化以及人们对社区习惯、规矩的主动服膺 （从俗即从心） 来保证。①

半个多世纪以来�“乡土中国” 一直被公认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及其变迁的最有价值的理想
类型和分析工具。1990年代中后期�梁治平指出：“今天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不但比之于一百年前
已经全然不同�就是与费氏写作 《乡土中国》的1940年代相比也有了极大的改变。乡土社会一
直是在蜕变当中�而且今天仍在变化之中�只是�所有这些变化不足以使它消逝。” 他认为在变
化了的历史条件下�“乡土社会” 的轮廓仍然清晰可辨�因此 “乡土社会” 不仅可以作为一个在
韦伯意义上使用的理想类型概念�而且成为考察当下农村社会法律与秩序的背景。②

几乎与此同时�苏力也以 “乡土中国” 为研究前提�对现代性的法律和制度在乡村社会的
实践过程与后果进行了大量经典研究。苏力从村庄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的默契和预期出发�发
现现代性法律制度没有能力提供村民需要的法律服务�却又禁止那些与熟人社会性质相符但又
与现代法治相悖的实践�这使村庄秩序处于极其艰难的地位。③ 在对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的研究
中�苏力更是较为系统地将乡村熟人社会的性质和秩序机制融入到对基层司法的具体考量中�
送法下乡的法律运作过程�无不是放在乡村中国、熟人社会这个背景中。④ 强世功、赵晓力等人
对陕北 “炕上开庭” 案件的讨论也基本沿袭了苏力的策略。⑤

苏力、梁治平等人具有较强的学术敏锐性�他们对法律在熟人社会中的实践�以及相关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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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10、31—36页。
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1页。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第23—37页。
苏力：《送法下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53、197—321页。
参见强世功：《“法律” 是如何实践的》�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第
488—520页；强世功：《“法律不入之地” 的民事调解》�《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3期；赵晓力：《关
系／事件、行动策略和法律的叙事》�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第520—
541页。



法制度都曾作过讨论。不过�由于缺乏足够的农村经验�缺少对法律在具体乡村语境中展开过
程的深入全面考察�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一些论述以自己的学术想象力替代了农村经验的
不足。我们有理由追问�今天�将熟人社会作为法律运作的背景是否存在问题？尤其经过了最
近十多年的迅速发展与变迁�我们仍然能以费孝通所概括的 “乡土中国” 来作为分析和理解当
下乡村法律实践的背景和前提吗？

2000年�贺雪峰指出在经历了1949年以来的乡村体制变革后�虽然村民小组内仍属于熟人
社会�而行政村内却只是 “半熟人社会”。① 其后�贺雪峰、董磊明等又进一步认为�随着流动
增加、就业多样化、社会经济分化�农民间异质性大为增强�村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发生了
重大变化�家庭日益私密化�村民之间陌生感增加。这些加剧了村庄的半熟人社会化�原先的
亲密群体正在逐步解体�村民对村庄共同体的依赖和认同下降�村庄内生权威生成的社会基础
不断遭到削弱。② 在他们影响下�一些学人在细致调研的基础上认为�“最近十几年来�市场经
济原则的浸透和冲击使农村社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由于家庭经济和人口再生产都
逐渐脱离了村庄而具有较强的外向性特点�当下农村社会正在 “从社区生活到社会生活转变”。
原先具有血亲关系的 “自己人” 不断 “外化”�“熟人社会” 日益 “陌生化”�村庄的交往日益摆
脱 “血亲情谊” 和 “人情面子” 的束缚�走向以利益算计为旨归的共识规则体系。③

今天虽然仍有8亿农民居住在乡村�但在大部分地区�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和关联
方式与 “乡土中国” 的理想类型相比�都正在发生质变。与全国多数农业型村庄一样�宋村村
民经济来源也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粮食生产�二是打工、大棚种植、养猪、跑运输等非粮
食生产。家庭生产生活的重心落在非粮食生产上�这使他们突破了村庄、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
中。家庭经济结构的本质性变化�对村庄生活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这是我们理解村庄生活
及其法律实践的前提。

当前�人们的生产和日常生活都与城市、市场发生着密切的互动。城市和市场不仅在经济
上辐射着宋村�而且在观念上也影响着宋村。村庄边界日益开放�流动性大大增加�使得人们
的生活面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轻人日益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姑娘们用各种时髦的化妆品打
扮自己�她们知晓城市各种衣服的品牌。出嫁时要求婆家建楼房�而且装修要和城里一样。年
轻的父母已经不太愿意把小孩交给老一代抚养�理由是 “他们不太识字�对现在社会各方面都
不了解�没有文化。” 如果说中老年人是因为家庭经济的现实考虑�只是在生产上参与到城市和
外部世界中�而在观念上还保留着对土地和乡村的依恋�那么年轻人则在打工、教育和电视传
媒的影响下逐渐脱离了乡村�现代社会已经在塑造着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然而�不是所有
的年轻人都可以融入城市�他们中的大部分还要回到农村�并最终成为村庄生活的主体�而他
们的观念和思维将会逐渐影响村庄整体的生活面貌和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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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贺雪峰：《辽宁大沽村调查报告》�未刊稿�2006年；董磊明：《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拓展》�未刊稿�
2006年。
郭亮：《乡村变迁中的国家与市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第九次硕博论坛综述》�
2007年9月24日�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7062／page-1．html�2007年12月26
日；欧阳静：《区域比较视野下的村庄与市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第十次硕博论坛
综述》�2007年11月13日�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7897／page-1．html�2007
年12月26日；杨华：《自己人 “外化”、熟人社会 “陌生化” 与村庄交往规则的更替》�2007年9月9
日�http:／／www．snzg．cn／article／show．php？itemid-6890／page-1．html�2007年12月26日。



当前宋村主导的家庭结构是核心家庭�在十多年前�父母多与小儿子一起生活�但现在
90％以上的父母都会分开单过�很多独子家庭在儿子结婚后也分家。由于抚养儿子直到为其操
办婚礼的费用实在太大�村民说 “生两个儿子哭一场”� “双女户” 反而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
传统 “延续香火” 的观念已开始淡化。这些揭示了农民终极的价值和意义系统正在发生根本性
变化�传统的大家庭理想已彻底消失�血缘的凝聚力在理性算计下大大减弱�“善事父母” 的伦
理观念和慎终追远的祖先崇拜观念极度衰落。人们逐渐只关注 “养儿防老”�而不在意是否会
“无后”、“断根”�生育的价值理性淡化而工具理性凸显�人们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现时化
利益的获取。家族、血缘的宗教意义正在被消解�农民理性化程度日益上扬。这种变化的影响
将极其深远�它不仅会改写家庭的结构与意义�重塑社会的联结模式�还会导致他们的生活意
义弱化�现时化与自利化�并对村庄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家庭经济主要不再依赖农业�因此村民开始挣脱土地的束缚�这样基于土地束缚的生
产合作日益减少�村民说是 “各顾各�自奔自干”�村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因此变得不重要�关系
越来越疏远。这些都导致了村庄的异质化和非亲密化。其中�有三类现象给我们的印象尤其深
刻。一是私人空间不断增长�而公共空间则日益萎缩�人际关系越来越私密化、原子化。1990
年代以来�村民纷纷给住宅围起了高大围墙�安装上大铁门�彼此之间串门都不如过去便利。
二是日常的互助与合作大大减少。最近十多年来�大部分村民通过市场解决建房、收种庄稼等
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三是村民之间的交往越来越谨慎、客气。现在人们已经不会当面议论别
人的是非�彼此间相互恭维的话多了�调侃的话少了�同时村中的纠纷也较过去大大减少。表
面上看起来人与人之间是和气了�但实际上相互之间关系却日渐生疏�这是一种典型的 “貌合
神离”。原先的村庄是一个亲密社群�现在已经开始 “非亲密” 化。

伴随着人际关系的疏离、村庄社区非亲密化的是�公共权威开始逐步衰微。在宋村的日常
生活中�人们是以小亲族 （当地又称 “门头”、“门子”） 为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①1990年代之
前�宋村的小亲族在对内合作和对外抗御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行动能力。每个小亲族内部都有
自己的权威——— “老掌盘子”�他们协调着小亲族内部的关系�调解纠纷。1990年代以后�宋村
村民的家族观念不断淡化�门头、门子只在红白喜事上有所体现�“老掌盘子” 也只是在这个时
候才能发挥作用。纠纷往往是有威望的村组干部调解。一个人如果只有威望而没有体制性身份�
已很难随意介入到纠纷调解中去。也就是说�民间权威若不经过体制包装�其合法性就很成问
题。现在宋村村委具有很强的行政运作特征�在村民和村干部眼里�村委会就是最低一级的政
府机关。尽管如此�村组织掌握资源的日益减少仍使其 “行政能力” 大不如从前。

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1980年代以来�国家权力在宋村也呈现出 “身体治理日益退场”、
“技术性治理能力逐渐加强” 的图景。② 有形的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后撤�交通、通讯等技术手
段日益加强�国家法律和意识形态因此不断渗入乡村�但未必能完全有效维持秩序。1990年代
宋村所在的乡派出所有正式民警4位�民警经常下乡�村民与他们都很熟识�因此有很强的安
全感。当时国家通过民警的身体在场有效维持秩序。现在�乡派出所有民警12位�并配有巡逻
车�但是他们无事从来不下村�村民都不认识包片民警。不过�现在村民们都知道�“只要你打
个110�警察马上就来了”。“技术性治理能力” 的加强弥补了身体不在场的不足�却不能够完全

·95·

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

①

②

小亲族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一个既对内合作、又对外抗御的家庭联合单位。参见贺雪峰：《农
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开放时代》2007年第1期。
陈柏峰的博士论文对此有详细论述�参见陈柏峰：《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第99—125页。



填补其空间。因为它难像 “身体在场” 那样满足人们常规化、日常化的需求�也难以完全有效
应对村庄内部异质化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新问题。村庄边界的开放和内生权威的式微使村庄进
一步增加了对国家权威的需求�而这方面国家的供给是不足的。

今天�开始摆脱了土地束缚的村民已迥异于他们的前辈�村庄呈现出生活面向的城市化、
人际关系的理性化、社会关联的 “非共同体化”、村庄公共权威的衰弱化。乡村社会正在被重
塑�它被迫或带着少许自发地向现代社会迈进。乡村社会的现代性正在与日俱增。①

在这个激变的时代�一个日益陌生化、异质化和流动化的村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
套权威性的规范体系和力量来维持秩序。因此在宋村�国家法律进入的实践�并不仅仅是国家
一厢情愿的 “送法下乡”�更表现为乡村社会产生了内在需求后的 “迎法下乡”。不仅如此�在
法律实践中�地方性规范也蕴涵着 “现代性”�它一方面是国家现代化努力中 “送法下乡”�现
代法律向下渗透的结果；另一方面则由于农村社会在十多年来的变迁中�经济生产、文化价值、
道德伦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法律下渗时�内在的乡村社会变迁也在造就 “接应”
这现代法律的环境�两者相互促进。在这样一个动态变迁的视角下剖析村庄社会中的法律实践�
就很容易理解其中所蕴涵的 “现代性” 因子。

四、语言混乱还是结构混乱？
格尔兹在 《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一文论述道：“在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沃

尔特�甚至新加坡———在何为司法正义……等既定的观念与更加反映现代生活形式和压力的外
来观念之间的张力便是全部司法过程的生命”�他进而将这两种法律意识之间的对抗称之为 “语
言混乱”�并认为�“语言混乱” 是导致第三世界秩序混乱的一个原因。② 朱晓阳在 《“语言混乱”
与法律人类学的整体论进路》一文中�用了格尔兹的 “语言混乱” 来代指费孝通所思考的现代
司法制度与乡土社会的种种不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实证社会科学无法研究中国社会之困
惑的思考。③ 应该说在费孝通那个 “乡土中国” 的时代�法律语言混乱作为反映西洋现代法律知
识体系同传统乡土社会之间的紧张对立�以及法律给乡土社会带来的种种混乱和不适�确是一
种真实描绘。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所出现的失序是否完全是 “语言混乱” 所致�就值得深
入思考了。或者说�法律实践在乡村社会的遭遇还能够完全归结为 “语言混乱” 吗？

费孝通写 《乡土中国》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中国乡村是真正的乡土社会�更加符合人类学
家眼中 “他者的世界”�作为一个具有纯粹农业文明特征的农村社区�它在价值观念体系和生产
方式上都迥然不同于当时西方的工业社会。因此那时的法律实践更符合人类学关于 “语言混乱”
的理论分析。但是今天的乡村社会还是一个纯粹的 “他者的世界” 吗？抑或这个 “他者的世界”
只是一个 “想象的异邦”？许多学者在分析中用 “转型” 来表征当下农村社会的特征。但是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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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 或者 “现代性” 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本文在此所指的农村社会现代性的增加�并不是基于
一种线性历史进化观而得出的结论或价值判断�而是试图对当下农村的变化做一个事实性的描述。因
此农村现代性的增加就是指农村社会在与外部环境的交流中�基于自身经济水平、文化观念、社会结
构等因素的一种自我演化过程。它受现代社会的种种影响�但又必须通过农村社会自身的结构起作用。
因此�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变化的方向就是由其自身结构和外部环境的合力共同决定�它不会完全演化
到一个纯粹西方式标准的现代社会。
格尔兹：《地方性知识》�第279页。
朱晓阳：《“语言混乱” 与法律人类学的整体论进路》�《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型” 这样一个大词很容易将巨变社会中的种种复杂现象化解掉�甚至不少人虽然知道今天的农
村正在 “转型”�但是在做具体的研究时却未能真正将其作为逻辑的前提与起点。

这些年农村调查研究的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农村正发生着 “千年未有之变局” ———无论
是经济生活、社会结构�还是文化观念方面。中国农村的这些变化虽然在最近十多年最为凸显�
但它是晚清以来社会不断变迁的结果�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孕育、量变后的质变。

晚清灭亡和新文化运动之后�过去的大传统丧失了合法性�现代科学主义的思想体系成为
主流话语。而这一时期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却没有实质性变化�小传统依旧�并在很大
程度上能抗拒现代主义的大传统的扩张渗透。因此当时现代性的国家法律对乡土社会的不适可
归结为“语言混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顽强坚守着的小传统在抗拒大传统时虽然具有合理性�
但是常常不具有“合法”性。正是那时候大传统的变革开启了现代性因子向农村社会的渗透之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强大的国家政权进行了一系列 “规划的社会变迁”�各种现代性因
素迅速而强有力地注入到农村社会�使得农民在生产、生活方式、联结模式和思想观念上都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最核心的内容就是 “翻身”�即原先纵向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被颠
覆———贫下中农翻身做主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而在这种 “翻天覆地” 的社会
变化背后�我们看到农村社会有两点仍然没有变化：一是村庄还是每个农民安身立命的场所�
其 “共同体” 的性质不仅没有改变�甚至还随着集体对生产、生活的全面控制而使社区观念更
加强化；二是乡村社会传统的伦理秩序依然规定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农民的生活面向仍在村庄
之内。这两个 “不变” 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还是被束缚在土地之上。也正因为这个最为根本的
结构性原因�许多传统的因子得以蛰伏与绵延。同时�强大的现代国家政权在改造农村时�却
常常不得不顾及、甚至借助乡村内部传统的结构、力量和逻辑。

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农村已从整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了城市�
“半耕半工” 成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经济结构�农民日常开支中大部分来自于二、三产业的收
入�人口大规模频繁流动使农民与外部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村庄社区边界不再是人们的生活
边界。同时�电视等强势的现代传媒工具已经在农村普及�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广大农民的观念世界�观念上的变化进一步催化了社会生活的变化。可以说�基
本生存状态的变迁使乡村社会中产生了接应市场经济逻辑、现代性的社会基础�从而在根本上
侵蚀、瓦解了传统乡村的组织、规则与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改革以来�国家的权力不断从农
村后撤�甚至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国家 “身体不在场” 的局面 （也即人们常说的基层组织瘫痪）。
虽然近年来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国家的技术性治理能力有所加强�但毕竟 “赢不抵亏”。体
制性权威的式微进一步削弱了村庄的整合能力�加剧了共同体的解体。

因此�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空前的巨变。过去的乡土中国———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中
国�实质上是广大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村庄共同体这个亲密社群之中�其经济来源几乎完全依
赖土地�彼此间互动频繁、服膺地方性规范；而今天的中国农村�是一个受现代性影响快速自
我演变的社会�农民已经开始挣脱了土地的束缚———不仅在经济上�还在规范和观念上。

乡村社会的巨变应成为研究当前农村问题的理论前提。如果我们仍以费孝通六十多年前的
理论为前提�无疑会造成理论和经验事实之间的脱节。反观苏力对现代司法论的批判�基本上
也是立足于 “乡土中国” 这个前提。苏力之所以使用 “地方性知识” 理论�其目的就是要把
“现代法制” 和 “本土情境” “这两种制度或观念的差别转化为两种知识的差别�而在知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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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判断其优劣高低”。① 因此现代法律在乡村社会中的种种尴尬遭遇�就可以归结为两种
知识体系之间的不兼容性。然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尤其是中国农村
巨变中的法律实践更不是用地方性知识理论就能完全解释的。虽然苏力已经提醒大家要重视在
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新的习惯和传统�已经看到了改革以来农村的变化�且并不将乡村
社会的习惯法当作一成不变之物。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农村经验�学者们对农村社会的理解很
大程度上还停留在 “乡土中国” 之上。可以说苏力搭建了一个高高的话语平台�但后来的研究
却尚未能继续走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既是对苏力研究的继承�也是尝试性的突破。

今天�巨变中的乡村社会正呈现出 “结构混乱” 的状态。村庄社区中流动性的增加、异质
性的凸显、理性化的加剧、社会关联的降低、村庄认同的下降、公共权威的衰退等�导致了村
庄共同体逐步趋于瓦解�乡村社会面临着社会解组的危险。一种恶性的力量———乡村混混势力
正在趁乱而起。按照吉登斯的理论�民族—国家的成长史是社区内部的人民不断从地方性的制
约中 “解放” 出来�而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
制约的过程。② 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农民正在挣脱土地和地方性的制约�农民和乡村越来越与理
性化的国家全民性规范相契合。但又由于国家能力有限�乡村社会出现了旧有的社会结构已逐
步解体�而新的社会结构却未能形成的混乱局面。

“语言混乱” 指称的是�乡村社会固有的正义观和价值系统与从外部引入的、更多反映现代
生活方式的外来正义观和价值系统之间发生了紧张和对立；而 “结构混乱” 指称的是�当前乡
村社会内部存在两套甚至多套正义观和价值系统�它们互相冲突却都能在乡村社会找到存在的
基础。“语言混乱” 的背后是固有的正义观和价值系统在村庄场域中占有竞胜地位�支配着乡村
社会秩序�在宏观结构上却面临着外来正义观和价值系统的 “压迫”； “结构混乱” 的背后是两
套甚至多套正义观和价值系统共存于村庄社会�它们在结构上势均力敌�没有一套正义观和价
值系统能够占据绝对优势和竞胜地位�村庄秩序因此缺乏保障。“结构混乱” 所指称的紧张和对
立�结构性地存在于村庄场域之中�无法调和。

在 “结构混乱” 的背景下�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 “送法下乡”�同时还有
基于村庄自身需求的 “迎法下乡”。这样�现代法律进入乡村时的粗暴和强制可能会少了一些。
乡村社会不断援引国家法律�这表明法律不再是60年前费孝通所感受到的那种造成混乱的力
量�它已成为乡村社会建构与维持秩序的力量。因此当前农村社会法律实践中的混乱局面�不
再完全是由 “语言混乱”、两种规则和文化的差异所致。

对于当前的乡村法律实践�我们的理解是：首先�中国社会目前处于急剧变迁之中�社会
结构、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法律因乡村社会的变动性和不可预测性而加剧了自身的
荷载。或者说�“结构混乱”、异质性太强、传统的地方性规范解体、国家权力渗透不够�决定
了当前乡村社会无法很好地进行整合形成秩序。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混乱是 “结构混乱” 在法律
实践中的体现�而并不一定完全就是法律本身所致。其次�“语言混乱” 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当下农村社会的现实结构也不完全与现代法律体系相匹配�乡村社会中还存在一定的有地方特
色的内生秩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国家法律对村庄内生秩序强行改造的问题。因此�法
律作为一种现代国家的知识话语体系�肯定会给乡村社会带来某种失序。基于以上两个方面�
我们认为 “语言混乱” 不是当今农村社会法律实践图景的全部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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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在人类学的 “新整体主义”① 方法
的观照下�我们可以从 “地方性知识” 的角度观察到乡村社会中 “法律的语言混乱”�看到法律
作为特定社会文化观念体系中的一部分不可简单移植�法律作为一种明确的知识�是根植于特
定社会无形的文化、规则与诸多习惯中的�因而它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然而�当我们过多地
关注法律的文化涵义时�就有可能走进文化论的死胡同�忽略了法律在社会中的结构—功能涵
义�更忽略了现实社会中法律实践的形态。当前法律实践的场景�不是静态的、封闭的作为
“理想型” 的乡土社会。法律语言混乱所预设的 “他者世界” 在当下的中国农村确实是一个 “想
象的异邦”。而在 “旧整体主义” 方法的观照下�我们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全面地洞察法律实践
的真实场景和样态�发现 “法律的语言混乱” 之外的 “结构混乱”。

当然�我们也看到�“语言混乱” 提出的目的并不是要解释社会现象的所有原因�正如人类
学一贯的目的一样———在于批判�在于反思。“语言混乱” 作为一种对现代法律盲从的反思非常
有意义�它的批判和破除是非常有力的。只有在此反思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地展开研究。
同时�“语言混乱” 背后的“新整体主义”的认识路径�也是我们进行乡村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

五、迎法下乡与乡村社会的法律需求
在 《送法下乡》一书中�苏力指出�“由于种种自然的、人文的和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的

国家权力对至少是某些农村乡土社会的控制仍然相当松弱；‘送法下乡’是国家权力试图在其有
效权力的边缘地带以司法方式建立或强化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权力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
一种努力。”② 苏力的 “送法下乡” 主要是指国家通过司法的路径进行政权建设�加强对乡村社
会的控制�这无疑是非常精到的。本文在此提出的 “迎法下乡”�并非是想替代甚至否定 “送法
下乡” 之说�而是想说明�今天乡村社会越来越期待国家法律或者国家权力来整合秩序。

中国近百年来的现代化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运动使得学者们容易过多地从现代化外部影响

的视角来解读农村的法律实践�反而忽略了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背景下自发性的变迁对法律实践
的影响。在 “乡土中国” 时代�乡村社会鲜有与现代化话语相匹配的结构现实；现代性的国家
法律对于村庄社会来说�根本上就是由国家力量所强制推行的。但这些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
结构变迁�使得更多的农民已经有了 “迎法下乡” 的需求。这个命题基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是
乡村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权威真空�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使得传统的公共权威很
难再真正复兴�不少地方地痞混混势力正在填补这些真空�乡村已经越来越期待国家的力量来
保障公正与秩序。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现代性的话语在当下村庄社会中已经有了与之匹配
的结构现实�而且�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这种话语与结构之间匹配的程度会越来越高。

以法律的信任作用为例。按照卢曼的观点� “信任即对复杂性的简化”�信任能够使复杂的
环境自然而然地形成系统�从而使复杂性简化�使相互交往和行动得以进行。③ 由于传统的乡村
社会秩序是建立在面对面熟人社会的基础之上�人们有长期的稳定互动�因此其行为有较长久
的预期。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地方性规范能够提供信任机制�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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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下的农村�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稳定的共同体�村庄的流动性和异质性越来越强�家庭的
生产生活进入到了一个更大的社会市场体系中。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村落社区的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的增加�村民间的互动越来越少�基于特殊关系的社区人格信任就很难有效维持�这样�
基于制度 （系统） 信任的普遍性规则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今天的国家法律�因其规则的普遍
性和背后的惩罚机制�就能够给逐渐陌生化的乡村社会提供信任�维持基本秩序。由此就有人
看到了 “一种村民与村民间�村民与国家之间以契约来约束相互的责任和义务的关系体系也在
逐步建立起来�与之相伴随的所谓依法治国的观念通过司法部门的法律宣传�也逐步地成为乡
村社会中解决日常纠纷的主要依据。”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社会内生出了对现代法律的需求。

可以说�正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孕育出了一个迥异于传统社会的制度环境。
这个环境是在中国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总体性社会事实的一部分�它虽然不同于西方
现代法律的制度环境�能够匹配现代的司法体系�但它与现代性的法律具有某种选择性的亲和。
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国家法律通过普法、送法下乡以及综合治理等话语体系的动员而获得自
身行政上的合法性。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形成的新法律实践原则�应该被当作我们法制建设的本
土资源�它应该成为影响中国未来法律进程的因素之一。当然�本文在这里仅仅提供了一个不
同于以往的解读视角�我们指出乡村社会具有了一些与现代国家法律相匹配的结构�并不是基
于一种线性的法律进化观�并不认为将来简单移植而来的国家法律之 “履” 将完全适用于乡村
社会之 “足”。我们不同意 “法律的现代化只是时间问题” 的简单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 “迎法下乡” 里的 “迎法”�并不是指用现代司法的程序来协调、处理
乡村日常生活的纠纷�而是指能够体现公正、形成秩序的一种国家权威的力量进入乡村社会。
同时�我们认为国家法律这个普遍性的规则体系作为国家权威力量的载体之一�在乡村社会的
实践中应体现在实体层面而非程序层面。② 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们目前根本无法承担现代司
法程序在乡村社会的运作成本；二是现代司法无法满足乡村社会中各种仍带有地方性的复杂秩
序需求。因此�我们呼唤国家权威力量进入乡村�是希望乡村基层组织和地方精英在灵活运用
各种规则、知识来维持社会秩序时�获得更为强大的后盾力量。

迎法下乡�既是对当前基层司法形态的建构�也是我们对基层司法理论的建构。迎法下乡
的原因是社会变迁使得传统的地方性规范和内生权威力量式微�根本无法应对新出现的混乱状
态�乡村社会内生出了对国家力量和法律的需求。在当代中国�国家法律已日益成为维护社会
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新农村建设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虽然在乡村社会这样一个急剧变迁
的转型时期�迎法下乡不能彻底改变 “结构混乱” 的局面�但是在传统结构和规范几乎不能恢
复的情况下�它却可以防范和遏止农村黑恶势力的暗流�保证基本的秩序与公正�促进新的稳
定结构早日形成。当然�在此过程中�秉持一种合理的法律观和秩序观�尊重尚存的地方性知
识�掌握高超的法律实践技艺�自是其中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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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Thinking of Legal Practitioners in the Judicial Context
Dong Y uting and Y u Y isheng·65·

Judicial justice is not only a justice in the legal sense�but also in the sense of verification．
The realization of such justice requires that judicial officers think like legal practitioners；if they
do not�it will be impossible for them to find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aw．The thinking of legal
practitioners should comprise two levels:in terms of ideas�legal practitioners should hav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different f rom those of ordinary people�and when it comes to concrete
practice�they should have practical skill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6）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with Differentiated Ownership

Zhou Jianghong·74·
The reconst ruction of buildings with comparted ownership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post-

disaster rebuilding process．If the buildings have been dest royed completely�decisions about
whether to rebuild them should be based on Article97of the Property Law．If they have been
partially dest royed�whether they are to be rebuilt or repaired should be decided on the basis of
Article76．Mortgages do not�in principle�extend to the ownership of rebuilt real estate�and
the mortgage application method should be rest ricted in relation to the reconst ruction of partially
dest royed buildings．When it comes to the reconst ruction of a residential community including
several buildings�the owners or former owners of a specific building that has been dest royed or
severely damaged have in principle the right to decide whether to rebuild．When the matter is
determined by majority vote�the interests of the minority who are against rebuilding ought to be
protected．If their legal rights are inf ringed upon because of revision of the plan�the parties
concerned deserve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7） Structural Disorder andReceiving Law in the Countryside＂

　———An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Practice in Songcun Village�Henan
Dong Leiming�Chen Bai f eng and Nie L iangbo·87·

Compared with the ideal type ofrural China＂proposed by Fei Xiaotong�Chinaʾ s villages are
today witnessing major changes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farmersʾ values�behavioral logic and
linkage patterns．Villages today can no longer be adequately described by concepts such asrural
China＂andacquaintance society＂；and there is a corresponding change in the setting and logic of
rural legal practice．The dramatic change in rural values and social st ructure has increased the
burden on law．Not onlydiscourse disorder＂but alsost ructural disorder＂has been observed in
rural society；this means that endogenous village forces are unable to keep order effectively．In a
rural society that is taking on more and more of the features of modernity�national law plays an
increasingly indispensable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promoting a harmonious rural society
and ensuring the const ruction of the new countryside．These realities demand that wereceive
law in the countryside．＂
（8） Changing Patterns of In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L iu Jingming·101·
Grasping the modes and conditions of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s 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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